
文革前， 她曾以一曲 《宝贝》 红遍祖国大江南北， 红遍印度尼西亚。
那时候， 有她参加的歌唱音乐会便场场爆满， 她唱一遍 《宝贝》 下不了台，
再唱一遍 《宝贝》 还是下不了台……电台里反复播的是 《宝贝》； 《宝贝》
的唱片一上市就脱销； 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随口哼出 《宝贝》 的旋律。
但是， 她也为所得到的巨大荣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北京双榆树东里小区的一座临街高楼， 刘淑
芳忙碌的身影， 每天都会映入人们的眼帘 ， 热情 ，
开朗， 活力无限； 而刘淑芳优美的歌声， 每天都从
她家那个爬着藤蔓的窗口传出， 悠扬， 深沉， 情愫
绵绵……

与现在的许多当红明星相比， 歌唱家刘淑芳现
在的生活似乎显得太普通了： 一个月不足2000元的
退休金， 就是她的酬劳； 一个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旧
单元， 就是她的 “豪宅”； 一日三餐青菜米饭， 就是
她的山珍海味； 那个斑驳的楼道就是她的健身房 ，
二十多层楼梯就是她的健步机。 她的家具极其简单，
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简陋； 只有那架古旧的钢琴和层
层叠叠的乐谱可以为主人的音乐人生作证； 只有一
张张与领袖、 总统、 大音乐家的合影还在说明主人
曾经拥有的辉煌。

但是有人这样说： “刘淑芳是一位歌唱家， 更
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 聆听她的歌是一种享受， 了
解她本人是一种收获。”

抗日战争
她帮父亲为穷人发钱发粮

还在孩提时， 歌声对刘淑芳就有一种特别的吸
引。 家里有台留声机， 叔叔姑姑放学回家， 总是随
它唱个不停。 她虽然还小听不懂， 却觉得那些歌好
听极了。 那时候， 她把家里的留声机、 风琴、 小提
琴和扬琴都当成玩具， 不知疲倦地摆弄着。 它们发
出的每一种声音， 都使她感到无比快乐。 她听什么
唱什么， 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上世纪30年代初流行
的 《毛毛雨》、 《桃花江》 等歌曲， 被她唱得有了一
种儿童的纯洁。 四川人爱唱歌。 一到夜晚， 刘淑芳
就钻进绑在竹林中的蚊帐里听歌。 一首首山歌与山
里的回声浑然一体， 常使她沉浸在其中。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结束了刘淑芳无忧无
虑的少年生活， 并使她幼小的心灵初步感知到， 人
世间不但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还有许多丑陋、 肮脏、
残酷的事物。 那时候刘淑芳上小学四年级。 她看见
她家住的那条正街和几条邻街的墙上， 贴满了各种
抗日宣传画和传达室单。 日本人用刺刀挑着中国小
孩的照片， 日本人放火烧村庄欺辱妇女的照片， 让
她感到十分恐怖。 她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己
的国土上却保证不了自己的安全？ 她不断地问自己：
中国人怎样才能不受日本人的欺负？ 抗日战争的残
酷， 使刘淑芳的眼底尽收悲惨的景象： 田间长满杂
草， 山林一片荒凉， 越来越多的穷人成为乞丐而露
宿街头。

刘淑芳的家最早是开店的， 后来开了铁矿， 是
四川云阳县的两个首富之一。 祖父信奉佛教， 而且
乐善好施， 经常开仓济贫。 每逢到了施粮施钱的日
子， 前街或后街便站满了乞丐， 刘淑芳在祖父身旁
拿着一把大勺子或一个小钱袋 ， 帮祖父发钱发米 。
看着衣衫褴褛的穷人， 刘淑芳就感到非常不平， 心
中的阴影很难逝去。 这一时期给予刘淑芳启迪最多
的， 是一系列的抗日歌曲。 《黄水谣》、 《游击队之
歌 》、 《工农进行曲 》、 《太行山上 》、 《毕业歌 》
等， 渐渐萌发了她的爱国心 ， 使她懂得了 “国家 ”
这两个字的含义。 她随着学校宣传队到处演唱， 不
再把唱歌当作表演， 而是表达一份爱国心。

为学唱歌
她不惜与父亲“针锋相对”

进入青年时代的刘淑芳， 要求学音乐的愿望更
加迫切。 临近中学毕业时， 她听说重庆有所育才学
校可以学音乐， 便向父亲提出书面申请， 父亲坚决
不同意， 并固执地认定 ， 她的选择是最没出息的 ，

与做卖唱女相差无几。 但刘淑芳坚持自己的主张说：
“钱有什么用， 我最看不起商人。 我愿意为音乐流浪
一辈子！” 她的话让父亲非常吃惊， 也非常生气， 很
长时间不能原谅。 事后母亲对刘淑芳说： “你人还
小， 不懂事。 你说他是商人不好， 很伤他的心。 没
有你父亲在外面做事， 我们一家人吃什么？ 他不同
意你学唱歌， 是因为他爱护你。”

刘淑芳的母亲知道父亲反对女儿唱歌， 便常常
提醒正在唱歌的刘淑芳： “别唱了， 你爸爸要回来
了！” 她告诉刘淑芳， 父亲的三弟就是因为不听劝告
参加了一个剧团， 被祖父赶出了家门， 成了一个流
浪汉。 但是这时候的刘淑芳， 认定自己想唱歌， 要
唱歌； 只要能唱歌， 就不怕受穷， 就不怕无家可归。

中学毕业后， 刘淑芳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重庆，
可惜错过了音乐学院的考期。 在万般无奈之中， 她
想到有个姑姑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工作， 就打算先到
那里的文学系学习， 等来年再考音乐学院。 在去中
央大学的路上， 有一张贴在墙上的油印广告引起了
她的注意。 走近一看， 上面写着 “西南艺术高级职
业学校图音科招生” 一行字， 使她喜出望外。 她立
即找到正在招生的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 而且一
下就考上了。

那时候， 刘淑芳一到课余时间， 就要找个空屋
子练歌， 从不知疲倦。 著名音乐家李凌老师常对别
的同学说： “学音乐就是要迷。 你们看刘淑芳， 她
对音乐多入迷啊。”

在西南艺术高级职业学校学完一学期之后， 李
凌老师找到刘淑芳说： “你还是要到音乐学院去学
习。 你应该跟更优秀的教师学习唱歌。” 他把刘淑芳
介绍到音乐学院的黄友葵老师那里。

从师黄友葵， 使她在歌唱艺术上进入了新的阶
段。 每天天不亮， 刘淑芳总是第一个跑进琴房，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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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王小珊

破旧的钢琴上反复练习弹奏， 粗糙的琴键常常磨破
她的手指。 那时候还是解放战争时期， 重庆上空常
有国民党的飞机盘旋， 所以山坡上的每一座小琴房
都涂上了黑色， 一到晚上 ， 黑黢黢一片 ， 挺吓人 。
刘淑芳在琴房里点上一盏小油灯， 弹啊， 唱啊， 虽
然心里很害怕， 但为了唱歌， 每天坚持不懈。

临近暑假， 学院举办 “黄友葵学生音乐会”， 让
刘淑芳唱 《托斯卡》、 《蝴蝶夫人》 选段。 给她弹伴
奏的老师说： “刘淑芳， 你可别骄傲啊， 黄老师班
上那么多大同学都没唱独唱， 你才来没多久就唱独
唱了， 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演出那天， 刘淑芳紧张极了， 心里不停地对自
己说： “别骄傲， 否则就对不起老师了。” 可是， 从
来不破音的刘淑芳， 却在唱 《蝴蝶夫人》 最后结束
音时破了。 她心里难过极了， 一下跑出学校， 在嘉
陵江旁， 任凭眼泪不停地流。 她对自己说： “刘淑
芳， 你一定要努力啊！”

参加工作
工农兵成了最好的老师

1949年重庆解放， 已经留任重庆西南美专助教
的刘淑芳来到北京， 想到音乐学院继续深造。 她听
说天津音乐学院举行校庆， 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去。
一进学院大门， 刚巧撞上李凌老师。 李凌听了她的
歌说： “你唱得已经很好了 。 这里成立了音工团 ，
你先到音工团来工作， 我们再给你找老师， 一边工
作一边学习。” 有人见她犹豫不决， 就劝她： “这是
中央音乐学院的音工团， 你一去就能成名。” 可这时
候的刘淑芳， 脑子里想的不是成名， 而是要学好唱
歌。 她对李凌说： “我先试试， 等音乐学院考期一
到， 我还得离开这儿。”

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不久， 刘淑芳随团到
华北铁路段为职工演出 ， 这使她一下开阔了眼界 。
每天在火车上排练、 吃饭、 睡觉， 每到一处， 就搭
台演出， 她感到既紧张又充实。 每次演出， 刘淑芳
的节目都放在前面， 可是经常在演出快结束时， 观
众中有人说 ： “那个小同志唱得很好 ， 我们还要
听。” 于是刘淑芳就再次上台去演唱。 而受到铁路工
人的热烈欢迎， 让刘淑芳充满信心， 她高兴地对李
凌说 ： “原来唱歌就是参加革命工作啊 ， 那太好

了！”
1951年， 抗美援朝初期， 刘淑芳积极响应祖国

的召唤， 参加了以廖承志为团长的第一届赴朝慰问
团。 在朝鲜战场， 她亲眼目睹了战士们日夜作战的
辛苦和生死未卜的危险， 内心感慨万分。 她热情地
为战士们唱歌， 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她第一次
体会到， 唱歌不仅仅是艺术， 也是鼓舞士气的巨大
力量。 为战士们唱歌， 她感到无比神圣， 并为自己
也能为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出一份力而自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刘淑芳随中央文化工作队
来到江苏农村演出。 一次， 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
她听到一位革命老妈妈为了保护新四军， 一家六口
人被国民党杀害的动人事迹后， 激情难抑。 在短短
的午间休息中， 她写成了歌词， 配上南方曲调， 并
在下午为大家演唱了这首名为 《歌唱段玉芳》 的歌。
后来她又用锡剧的曲调谱写成长达8分钟的叙事歌
《铁骨红心段玉芳》， 在南方各地演出， 引起很大反
响。 那时候， 她随文化工作队唱遍祖国各地， 而每
一片土地的乡亲们， 都为她注入了艺术活力。 她说：
“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刘淑芳完全进入
了为人民唱歌的艺境。

出国演出
她用歌声感动了每一颗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 是刘淑芳最辉煌的时候 。
从 1952年开始 ， 刘淑芳随中国艺术团出国演出 ，
足迹遍及欧、 亚、 拉美的20个国家。 在阿根廷， 接
待艺术团的朋友知道刘淑芳想用原文演唱 具有
民族特色的歌曲， 便为她请来了一位名叫奥·古阿拉
尼的民间艺人 。 他唱了好几首阿根廷民歌 ， 刘淑
芳 选 中 了 《小小的礼品 》。 这首歌让刘淑芳特别感
动， 她练习了两天， 哭了两天。 她说： “唱这首歌，
我不仅想到自己的母亲， 还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个
母亲 ， 而且深深地感到 ， 解放了的人民是最幸福
的！”

中国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开
幕式演出， 正是阿根廷母亲节前夕 。 在柯龙剧院 ，
聚满了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 当他们听到刘淑芳用
西班牙语演唱的 《小小的礼品》 时， 惊讶得相互打
听： “这么好的歌， 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过 ？” 演出

后， 奥·古阿拉尼含着眼泪对刘淑芳说： “作为民间
艺人， 我是很可怜的。 我的歌能在柯龙剧院里演唱，
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是你， 中国的艺术家， 把我
的歌带进了柯龙剧院。 我感谢你。”

在印度尼西亚， 刘淑芳学习并演唱了8首内容和
风格不同的印尼歌曲。 尤其是她用原文演唱的摇篮
曲 《宝贝》， 引起了轰动。 在雅加达连续演出40场，
场场博得震耳欲聋的掌声。 回国后， 《宝贝》 也成
了中国听众最喜欢的歌曲， 刘淑芳的名字也家喻户
晓。 无论是巴西的 《在路旁 》、 智利的 《红色戈比
叶》， 还是南斯拉夫的 《深深的海洋》， 只要一经刘
淑芳演唱， 就很快成为国内最流行的歌曲， 让人百
听不厌， 久久难忘。 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歌唱家贝
尼亚米诺·吉里听了她的演唱兴奋地说： “你不仅是
用声音用脑子在唱歌 ， 而更可贵的是你用心在唱
歌。”

一位智利评论家曾对刘淑芳说： “你们不远万
里， 带着你们真诚的心， 使我们了解你们中国这个
民族， 是伟大的、 热情的民族。 你们的歌唱家能够
用我们的语言唱我们的歌， 说明你们对我们的感情
之深、 之真诚。”

过去刘淑芳对歌的看法还有大小之分， 认为民
歌是小歌， 而歌剧、 艺术歌曲是大作品， 能够说明
自己的歌唱水平。 而 《宝贝》 这首小歌所引起的国
内外轰动， 使她真正懂得了歌的含义： “歌不分大
小。 一首歌如果真正表达了人心灵的东西， 表达了
人灵魂的东西， 就会找到知音， 引起共鸣。”

“文化大革命”
她被打成“黑帮” 去扫厕所

“文化大革命” 中， 从未被历次运动冲击过的
刘淑芳， 也被扣上了 “黄色歌女”、 “白色专家 ”、
“反动学术权威” 三顶帽子， 并且受到团长李凌的牵
连。 那时候批斗会时常开 。 几十人参加的是小会 ，
几百人参加的是大会。 每次批斗李凌， 刘淑芳就作
为 “黑帮” 一起站在台上陪斗。 “低头！ 低头！ 让
他们低头！” 台下的人高喊着。 刘淑芳就把头使劲儿
往下低， 直到看见自己的脚后跟。 附近有所小学校，
刘淑芳们每天劳动经过那里， 小同学看见后就高声
地说： “看哪， 那是 ‘黑帮’！ 打倒 ‘黑帮’！” 每
天吃饭的时候， 她要看着吃饭桌上写着的 “坦白从
宽， 抗拒从严” 反省……

曾经是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歌唱家， 一夜之间就
成了被批斗的 “黑帮”， 刘淑芳经历了两重天， 遭受
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

在 “五七” 干校， 刘淑芳种地、 帮厨、 打扫厕
所， 样样干。 由于劳累过度， 得了腱鞘炎， 一沾凉
水， 手指就钻心地疼。 “有一次我从脚手架上摔下
来， 心里真觉得委屈啊。 我哭了， 心想，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啊？”

有一次， 团里排练 《沙家浜》， 负责人分配刘淑
芳搞服装。 每次演出后， 她要把上百件衣裤、 绑腿、
皮带和草鞋整理好归位。 后来团里排 《海港》， 让她
去买药棉， 这可难坏了从不出门买东西、 只会唱歌
的刘淑芳。 当时许多商店药棉脱销， 她骑着自行车
跑了好几天， 也没买回药棉。 负责人很不高兴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 连个药棉都买不回来。” 刘淑芳也
不分辩， 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1967年， 江青要搞红五月汇演， 团领导通知刘
淑芳说： “你准备独唱吧， 唱什么歌， 你自己挑。”
刘淑芳受宠若惊， 兴奋得不得了， 积极做着准备。

著名歌唱家刘淑芳

（下转12版）

听众心中永远的宝贝


